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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①

林岗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
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

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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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六国之后岭南并没有随即纳入秦的疆域范围。秦的南方疆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岭南地

带，秦汉文献称这一地方为“北户”，约略相当于今两广地域。一条大致东西走向的五岭山脉分隔了岭

南与岭北的势力范围。但是崇山峻岭的区隔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地域在秦征南越之前没有交通、商贸或

朝贡觐见的关系。《太平御览》就曾引《尚书大传》所讲西周初年越裳重译而献白雉的故事②，汉魏骚人

的诗赋将此引以为典故美谈。《逸周书·王会解》记汤命臣伊尹令四方之臣属百蛮进献宝物，南方的百

蛮为“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宝物是“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当

然那时“南”的概念并非仅指岭南，但岭南亦包含在内。出土的古器物也佐证远古时代的岭外交往。信

宜县曾经出土过一件西周铜③，而春秋之世，“‘南夷’、‘苍吾’、‘南瓯’、‘南国’等表示百越民族的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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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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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频见于中原的青铜器上”［１］９。越人古称百越，本来就生活于长江流域及岭南，他们断发文身，与中

原礼俗不同，但亦世代交往。华夏势力南渐，越人不是汇入中原的洪流就是避地南迁。虽然岭南岭北据

五岭而以为屏障，但文化、贾贩和朝贡的交往，地理障碍是挡不住的。自古以来有五岭交通的说法，而五

岭并无大的歧义，从东到西依次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春秋战国之世，当有崎岖蜿

蜒的小路穿行在山谷之中，文化和贾贩的往来就借山道而进行，联系着这两个地域的交流。

不过军事征战意义上的交通与文化、商贸意义的交通不同，征战牵涉到大量物资和人员的转移调

度，而文化、商贸行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两者所依赖的通道要求并不一样。秦征南越遇到的首要问

题就是要找到可供转运大量人员和物资的咽喉要道。现成的五岭关隘并不是每一个都符合这一要求

的。在这个问题上，地理、水文因素至关重要。假如我们不能从征战方略的角度思考这一点，一则不能

理解秦人当年的苦心孤诣，二则容易被相互矛盾的文献记载所困扰，所以有给予讨论的必要。

一

先按下秦人南征线路分析不表，首先看看百年后武帝时期征南越国的进军线路。因为后者文献相

对丰富而且可靠，以此作为分析秦征南越进军方略的背景，有助于理解秦人对进军路线的选择。秦开南

海、桂林、象郡４年而秦始皇死，中原大乱，赵佗乘机割据称王。其后臣汉，然而依违两间。至前１１２年
南越国举兵叛乱，图谋立国。《史记·南越列传》云：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

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

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①

四路远征军之中，前三路当是主力。“巴蜀罪人”和“夜郎兵”只是补充。四路都要乘船浮江而下。

驰义侯所率的那一路沿西江向东而来，其余三路都是自北向南，度越岭南山脉，再寻找合适的地点造船

浮江而下。而这正是领兵主将的封号皆从“水”或从“船”的原因。从进军的角度看，三路主力也一定是

循水路到达岭北行船极限的某个地点，舍舟登岸，然后再翻山越岭的。之所以要尽量沿水路进军，一来

因为中国东南地区皆是崇山峻岭和丘陵，陆路艰阻，不胜其苦。二来因为水路快速便捷，更兼都城要地

均是依江河而建，水路进军直抵其心脏。“咸会番禺”就是这个意思。三来因为粮草辎重水运远胜于

陆输。

司马迁这段记载提供了大致的大军进发起点和到达地点，虽然范围较大亦能略知，极大方便了我们

据地理状况清楚勾勒三路远征军由岭北到岭南的线路。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今广东连州县汉

时称桂阳县，汇水当是湟水②，也就是由今连州流经阳山的小北江。小北江在今英德市南２０公里处的
连江口镇汇入北江，沿北江而下，直抵南越国都即今广州市。汉设桂阳郡，郡治在今郴州，古称郴县。如

果伏波将军出兵时已经占据了连州，那么就是兵发连州③。如果其时连州尚在南越国据守之中，那路博

德“出桂阳”就是从彬县到连州依陆路而行。由连州经山塘就到达湖南临武县，连州山塘镇现已归并到

大路边镇。山塘在顺头岭上，至今犹存当地人称的“秦汉古道”，古道全长约１．５公里。由山下拾级而
上至登顶处有乾隆年重修的“南天门”。“南天门”内是一处古旧建筑，很明显是古时驿站。山塘古街依

稀可见青石铺路，临街建筑是客店和商铺模样。此处古官道遗址是自古以来扼守岭南岭北交通要道的

见证当无可疑。山塘正北行２０公里即是临武县城，临武再北行８０公里便是郴州，从汉桂阳郡治下的彬
县即今永兴县，就可下船沿耒水到秦汉时期南方的政治中心长沙。“出桂阳，下汇水”的伏波将军当年

２２１

①

②

③

征南越国线路的记载，《汉书 武帝纪》稍详。班固在“离水”之后增一句，“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此理

解为不同的两路。（见杨杰《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第２２０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但似乎顺漓江南下，分兵一路
攻占苍梧，一路继续东进番禺，更加合理。

《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湟’。”《汉书·地理志》：“桂阳，汇水南至四会入郁，过郡二，行九百里。”《索隐》引刘氏云：“汇当作

‘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下湟水”，可证。小北江河段阳山以上，至今犹称湟川或湟水。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史记》下文既说“道远”，耽误了行期，那从这最接近之地下水，无可能会耽误行期。伏波将军由桂阳

郡发兵似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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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行此道到岭南。

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的路线相对简单。由江西大余北流在赣州汇入赣江的赣江上游支流汉

时称豫章水。“横浦”既曰下，当在河流近旁①。如从横浦浮江，沿浈水至今韶关汇入北江航道，乘江而

下，也是直抵南越国都。但从大余到始兴也是陆路，无舟可依，全程也有约８０公里。忆当年寻访梅关古
道，沿今Ｇ３２３国道行驶，过了南雄，坡度陡然增加，一路上坡５０余公里，直到拐入大庾岭谷，弃车徒步
登山，梅关古道石坡道旁，苍梅点点，石阶落脚处，明显凹下，显出脚印形状。这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由此

穿关过隘而留下的痕迹。待登上梅关至顶处，可远眺大余县城。当年楼船将军也是沿大概线路翻山越

岭，来到地势较平稳处的“横浦”，安营扎寨造船，然后出击的。至于戈船、下厉将军的路线，完全重复了

百年前秦人征南越的路线。

由百年后汉人征南越国一事，可知有三条通道可供征伐进军之用。当然这只是西汉的情形，是不是

西汉上溯一百余年秦始皇野心勃勃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呢？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问号。在这个似乎没

有提出疑问余地之处将它作为疑问提出来，我以为是有助于理解２２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征战的。正史没
有任何文字提到秦人多路进军，这三条南北通道中的两条也没有留下秦人大军过后的痕迹。当然也没

有办法排除年代久远，遗痕已经湮灭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可以比较三条线路的便捷性和险阻程度得到

一个较为理性的判断。

不计陆路，出桂阳下湟水一线是水路最短的。它不但利于进攻，而且依傍湘江流域洞庭湖周边的区

域经济富庶之地，物资增援更加便捷。如果不是陆行遥远，那便是上佳的选择。出豫章下横浦的线路也

是如此，水路虽然远些，但顺流而下，水行不是问题。陆路的部分比穿行骑田岭与九嶷群山之间的丘陵

要便捷些，但也有不短的距离。司马迁讲到西汉征南越国，元鼎五年秋发兵，经过一年多备战。这当包

括翻越关隘，打造舟师，于元鼎六年冬进兵。“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

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②两军约定

攻击，而楼船先至，此处所谓“道远”，当指陆路部分带来的不便。从水路而言，伏波所行，实在不能说是

道远。由此可以推测，陆路部分的远近，其实是大军进发时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汉人所以虽有如此之长

的陆路阻隔，仍然敢于选之为进军路线，是由于秦汉鼎革，汉世承平将近百年，特别经过文景之治，国力

大增。民间富裕，民夫征调也比较好解决，故三军并发，企求迅速平定内乱。

秦并六国之后，百姓未有休养生息，仅隔数年便南北同时用兵，北逐匈奴，南取南越。虽然穷兵黩

武，但有没有西汉的实力，这显然是有疑问的。从已知的秦人进军线路，千方百计避开陆路，宁可花数年

时间开凿灵渠工程，使得粮草运输可以完全依赖水路。从这一点推断，秦征南越，由湘江而漓水，这很可

能就是唯一的进军线路。以西汉征南越国作为背景来思考推断秦人进军南越的方略，还有一个问题必

须考虑。这就是两者性质的区别。汉征南越国是平息叛乱，而秦征南越是武装拓殖，开疆拓土。南越国

主对内称王，对外臣属于汉。因不甘心内附而离心离德，最后揭竿自立。以当时的政治伦理衡格，就是

诸侯叛乱。自从赵佗治国，南越的汉化程度自然加速，又经将近百年，虽然人心未必皆思汉，但只要不是

越族中坚，亦当无人恋战。汉兵发四路，两路未至而事件已经平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

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③此中岂非透露出人心向背的信息？秦汉虽两征岭南，而汉征南越国用兵的

指向是南越国的政权及其统治集团。上层底定，下层不是问题。但秦征南越就不是这样了。对秦而言，

南越荒服，化外之地。秦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成熟的内部统一的政权，而是一个不相统属的越人生活

的广阔地带。部族的而非成熟国家的政权盘踞在岭南各地。虽然具体的地点文献完全无征，但秦人开

郡立县之地和其后南越国活跃的管治地多是承继越人部族政权盘踞之地。这些地点分布地域广大，秦

人要武力开边，一定要将未必很强有力但却是持续的反抗纳入考虑。因为其时百越民族对秦代表的中

３２１

①

②

③

横浦关在何处，众说纷纭。本人以为梁国昭、廖晋雄说汉横浦关在今始兴县境内浈水旁为近是。详见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
０７／１２１１／１２／３ＶＥＢＥＭＧＶ０００１２０ＧＵ．ｈｔｍｌ。

见《史记·南越列传》。

《史记·南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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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化的认同度不能估计过高，一种不可抗拒但不受欢迎的政治因素借武力介入百越人已有的生活，这

会引发持续的反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汉虽两征南越，但难易程度因其性质不同是有差别的，

秦难而汉易。逆难而上，站在秦人的立场，可以使人力和物资持续不间断地输入新开之地以便弹压反

抗，这当然成为南征方略的考量要素。要对付这顽强的抵抗，可能的选择是开辟和维持与政权腹地的运

输和交通命脉。这不是一般的民间贾贩往来路线，而是可供大规模运输的线路。由这种观点看，尽管其

他两条可能的线路———“出桂阳，下湟水”和“出豫章，下横浦”———还有待于考古发现来证实，尚不能完

全排除它曾经存在的可能性，但其地理的险阻和不便相比之下，一目了然。基于此，本文对非正史的说

法持审慎怀疑的态度，与其不加思考而盲从，不如将视点转移至另一条确凿无疑的秦征南越线路———出

零陵，下离水。如果理解了这条线路的地理政治含义，秦人征伐的线路就会更清晰显露出来。

二

与桂阳线和豫章线相比，零陵线的地理险阻是最小的。秦长沙郡设九县，零陵是其中之一，县治在

今比邻广西的全州县西南①。在今全州县城湘江与它的一条上游支流灌阳河汇流，谭其骧考证战国出

土青铜器鄂君启节，以为战国时湘江航运路线就通到今全州。由全州至兴安是一个狭长如走廊的地带，

今人称“湘桂走廊”。由平原和局部丘陵组成，没有高山险阻，纵距约９０千米，宽距约２０千米。更特别
的地方是走廊的东西侧，各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走廊的西侧是猫儿山，山脉绵延至资源、龙胜

等地。它的最高峰海拔２１４１米，是广西境内的最高峰。犹记当年友人带我上猫儿山，车入山爬行两小
时才至主峰近地，一大片高山沼泽，古木青苔，郁郁葱葱，终年烟雾缭绕，湿度极大。此古木沼泽之地，学

名称为“森林泥炭地”。由于千年树木落叶腐烂堆积，因低温细菌不活跃而难以分解，形成约两米厚的

泥炭层，古木长于其上。此种地貌亦为我初见，据闻泥炭层含水约６０％，沼泽密林之中见一块“三江源”
立碑，表明资江、漓江、浔江都发源于此地。猫儿山东面的丛岭称为越城岭，界邻湘桂走廊的西侧。横越

过湘桂走廊的平原丘陵，就到了东侧的海阳山。海阳山也是一极大的山脉，东向绵延至灌阳县，它的最

高峰也有海拔１９３６米。海阳山里的山溪流水发育成河流入兴安县境内的湘桂走廊，被称为海阳河，北
向而流，海阳河是湘江的最上游。而猫儿山里的山溪流水发育成河，称为大榕江，是漓江的上游，同样流

入湘桂走廊，只不过它向南而去。两河可供通航之用的最短距离，依灵渠的走向，是３０千米。
对古人征战而言，零陵线的地貌和水文状况提供了其他线路无法可比的优胜之处。首先是陆路的

便利性。湘桂走廊中虽有一些丘陵，但几乎都是平路通行，没有险峻的山路。像豫章线翻越大庾岭的梅

关古道，长度虽只有大约２千米，但坡度却有３０°至４０°，人行若是负重，就不胜其苦。桂阳线的顺头岭
没有梅关古道那样陡峭，但拾级而上也是相当吃力。其次是湘桂走廊具备通航的潜在可能性，当然所谓

通航的潜在可能性是依社会发展程度而转移的。而湘桂走廊之内，大榕江和海阳河相去不远，古人是可

以观察得到的，两河的高差又在古人的技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兴建工程，则河流的自然赐予便

可以利用。这里不能不提的是此地的自然环境的特别之处。如此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能够形成两条水量

丰富的河流“擦肩而过”，真是中国之内独此一处。原因在于走廊两侧绵延的群山，盖高山是河流水源

发育的必备条件，而走廊两侧又皆是绵延数十数百公里的群山，而造化又让它们汇流于同一地域而方向

相反。自然的赐予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然赐予，秦人的南征则不知如何措手足。人类改变自

然的实践活动亦必须仰赖自然条件的赐予才能展开这样一个道理，在此处便得到一个生动的案例。

战国时代便有船通航至全州（即古零陵县）②，这说明这里早就存在一条往来频繁的商贸通道。根

据鄂君启节，船又分为“?”与“舟”，?大而舟小。如?航行至零陵某处，?换为舟，摇橹或撑杆则可以

通至更上游而接近兴安。《史记·货殖列传》云：“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

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司马迁的年代，比起秦及战国又过了百年以上。

４２１

①

②

有地方史学者以为县治在今全州县西南３９公里处的咸水乡。ｈｔｔｐ：／／ｂｂｓ．ｒｅｄｎｅｔ．ｃｎ／ｔｈｒｅａｄ－２４１２４１４１－１－１．ｈｔｍｌ。
曾昭璇将鄂君启节中“内入湘，庚贴、庚邶阳”的文字译为“行驶入湘江，经贴（地名），经全州（即邶阳）”。此解亦可为谭其骧的

说法佐证。见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族》，第３１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第１８卷 林岗：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然而秦征南越之后百余年，番禺可称为一都会而比肩中原富庶之地，一定有它原来的物资基础。这当然

是得益于珠三角冲积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原的诸侯贵族又都好玩四方珍奇宝物，而四方远服进献

所产宝物已经是一个悠久的中心同周边势力交往的惯例，它既有经济的含义，又兼有政治的含义。司马

迁提到的五种特产，有三种即珠玑、犀、玳瑁与《逸周书》提到的重复，或许说明那时中原有求于岭南的，

大概是这些无关百姓日用的珍稀玩物。那么岭南越人有求于岭北中原的又是什么呢？南越国与西汉交

恶的缘由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线索。班固讲述南越国史的时候比司马迁详细，其中谈到南越国

与西汉交恶的原因。原来秦亡后赵佗统领岭南三郡，仅“自立为南粤武王”①，然而“高后时，有司请禁粤

关市铁器”②。赵佗向汉文帝派来的使臣陆贾抱怨说：“孝惠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甚厚。高

后自麟用事，近细士，用馋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

牡。”③西汉的禁运政策触怒赵佗，故他“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④。岭南冶铁技术落后于中原，而

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军事自卫，都要大量铁器才能满足需要，这是岭南有求于中原的。不独西汉时代如

此，秦和战国时代亦当别无两样。高后盲目禁绝关市贸易的政策，触发了地域的对峙。不过由此可知岭

南和中原的贸易状况大致就是这样，中原需要珍稀宝货，岭南需要铁器，包括铁制农具和武器。曾昭璇

探究岭南史地时也讲到岭南战国时代的墓葬屡有发现楚铜兵器，肇庆、四会、清远都有同样的发现，广州

地区出土的秦墓也曾发现楚式龙纹铜镜⑤。总之，岭南岭北两地商贾贸易一直是存在的，在诸条贸易通

道之中，零陵线最为便利，阻隔最小。文献提到这条商道也相对多些，这也证明这条通道应用广泛。岭

北的铁器经船运至湘江最上游，然后经过短途陆路，再转至漓江上游船运，就可以抵达岭南各地。相比

桂阳线和豫章线，零陵线陆路转运的距离最短，最为便捷。

秦人南征在这个既成的商贸通道基础上，权衡利害取舍，在此地措置运河和灵渠工程，将之作为南

征的基地，这也是顺理成章，合乎理性考量的选择。

三

秦征南越到底循何路线进军南下，正史并无任何现成答案。最流行的说法出自《淮南子·人间

训》：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

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

这段话包含了对秦征南越原因幼稚的判断、发卒数目的虚夸之词和史实的混乱，但为历来探讨秦征

南越必引的文献，由此而产生了几乎固定的成说。以本人所知，除历史学家吕思勉对这段话提出根本性

怀疑之外，再也没有人给予辨证。吕思勉的读史札记《秦营南方》上下篇曾于１９３７年刊载《燕石札记》，
可惜不为治南越史地者重视。有感于陈说陈陈相因，特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作一番补充订正。

秦征南越为了犀角象齿这些珍稀宝货，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犀角象齿之属，中原虽罕有，但也

可以通过朝贡贸易获取。中原所需要的宝物一直都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文献也不是没有记载，何以到

了秦人就非得兴兵征伐获此区区之物。当然，汉人秦亡过后，痛定思痛，将秦的根本教训归结为放肆贪

婪，这也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历史道德化，未免不得要领。正如吕思勉说的，“汉人轻事重言，述古事多

不审谛，未可概据为信史也。”［２］１３

发卒五十万一事另文再论。分为五军，镇守五处，这个说法不禁引发疑窦。先说“余干之水”。余

干秦代属九江郡治下的县，县治与今江西余干县同，在南昌之东，鄱阳湖之南。发源于玉山县的余水西

流经上饶、鹰潭再西北向流经余干入鄱阳湖。余干确是一个战略要地，但这个地方既无水路也无陆路通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同上。

同上。

同上。

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族》，第３１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不过，曾氏将此类出土实物当作南越臣属于楚的证据，这恐
怕推论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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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越，况且距离甚远。若谓戍守军队对付南越，真不知怎样才能说得通。如果说是对付闽中郡的东

越，地理上说得过去。但据谭其骧的考证，闽中郡之设，比南越三郡早８年①。待到要征南越时，闽中东
越早已在图版之内，何需劳动大军戍守防备呢？《史记·东越列传》讲到，闽越王无诸和越东海王摇，都

是越王勾践的后人，“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所谓“废为君长”，是秦并六国之时，

大军势如破竹，原来盘踞福建和浙江南部称王的“闽越王”和“东海王”，归附秦朝，秦亦免去征讨，就以

他们为治理地方的“君长”。大概如同唐代羁縻州的土酋，秦不派流官，土酋也心向朝廷。闽中郡的“君

长”，直到秦亡，并无举兵叛乱的记载。发卒戍守“余干之水”，实在无此道理。戍守“余干之水”的说法，

与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严重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漏洞。或许是淮南的编撰者将南越和东

越混为一谈。其次是“番禺之都”。番禺是秦时南越最发达之地，其经济军事力量也最强。这从后来赵

佗割据称王，统一南海、桂林、象郡，设都城于番禺（今广州），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是有秦军戍守，

那当然是已经攻占该地了。既然已经攻占了最要害之地，那千辛万苦都是为了通往番禺的“九嶷之塞”

和“南野之界”，何苦还要派大军镇守呢？镇守“九嶷之塞”、“南野之界”与“番禺之都”之间，是自相矛

盾的，其牵强附会的漏洞，显而易见。

更须探讨清楚的是，按当时实际情形秦与南越的五岭边地，到底有否戍守的必要？《淮南子》是淮

南王刘安和主要门客编撰的书，但就是这个淮南王刘安的另一说法，提供了我们窥探五岭边地戍守问题

的线索。武帝建元６年（前１３５年）闽越兴兵攻打南越，武帝遣将军将兵诛闽越而淮南王刘安上谏书，
其中讲到岭南岭北地形不同和戍守之事。《汉书·严助传》有刘安的谏书云：“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

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

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入中国必先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

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

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讲的虽是闽越，但用之南越，亦无不合，更何况是将近百年之前，情形更是如此。百越

人如果真的要逾岭北攻，也一样要先度越五岭，下到水流不太湍急的地方，伐树造舟，顺流而下，才能进

兵。如果发现有越人逾岭而来，只要及时“收捕”和“焚其积聚”就可以了，焉用大兵把守？淮南王既然

明白这个道理而又在《淮南子》中倡五岭之戍，岂非又自相矛盾？正如吕思勉评论《淮南子》这段话时说

的那样：“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当时用兵南越，天时地利，皆非所宜，偏师丧败，事所可有，然以大体言

之，则三郡之开，辟地万里，越人固未尝敢以一矢相加遗，安用局促守五岭乎？使一败而至于据岭以守，

则三郡之不属秦久矣，何以陈胜既起，任嚣犹能挚南海以授赵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犹多秦吏，而待赵

佗稍以法诛之邪？（见佗本传）《陈馀传》（《汉书》———引者注）载武臣等说诸县豪杰之辞，谓秦南有五

岭之戍。盖汉通南越，岭道有五，故为此辞者云尔，非必武臣当时，语本如此。”秦人攻占岭南后，遣戍开

边，实行屯田，这是有的。然而要说戍守五岭，此说十分可疑。吕思勉数十年前已经指出《淮南子》说法

的漏洞，值得我们深思。

更不可思议的是，《淮南子》“分五军”守五岭的说法，到了法人鄂卢梭（Ｌ．Ａｕｒｏｕｓｅａｎ）那里衍生成秦
分五路大军平南越和征战分两个阶段之说。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由冯承钧翻译１９３４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其持说甚为疏漏②，不过至今尚是唯一论述此事的专题著作，谬见流传，影响甚广，实有驳正的

必要。后世治岭南史地和古代军事史者，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出鄂卢梭的影子。恐怕由于五岭也意味着

五条古代南北交通的路线，既“分五军”戍五岭，而秦又确是吞南越而开三郡，于是就衍生出五路进军的

臆想之词。鄂卢梭考证了五岭位置之后，断言秦兵分五路进军：

第一军从赴桂林（广西）的一岭进兵。……第二军过第四岭，而入广西的东北境。……第

三军逾第二岭。（长沙至番禺一道）好像无任何困难达到番禺。第四军取南昌赴番禺一道。

而逾第一岭，进入广东，占领广东北部。至若第五军，我们从他文知道他已到福建，而在２２１年

６２１

①

②

谭其骧同意王国维的说法，认为闽中郡设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２２２年）。见《长水集》上册，第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已经指出鄂卢梭的若干错误。见《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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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闽中郡。［３］４５－４６

鄂卢梭的第一军对应于“塞镡城之领”，第二军对应“守九嶷之塞”，第三军对应“处番禺之都”，第

四军对应“守南野之界”，第五军对应“结余干之水”。数字是能够对应起来的，但五岭的地望与“五军”

所处之地并不能一一对应，鄂卢梭只好曲为之说，随机应变而乱说一通。五岭之一萌渚岭，被鄂氏称为

第四岭，但《淮南子》并无提到萌渚岭，于是鄂氏就将“守九嶷之塞”的第二军“拨归”萌渚岭而“入广西

的东北境”。既然“守九嶷之塞”的去了第二军，那第三军“处番禺之都”就无岭可以托付而只能“从天

而降”番禺，鄂氏的说法是“从长沙至番禺”。《淮南子》只说“处番禺之都”，并没有说进军，鄂氏附会成

进军，就只好笼统说秦兵由长沙至番禺了。“结余干之水”与五岭无关，然而五路大军总要进发，由余干

进发去哪儿呢？总不能说进发到南越来吧。鄂氏只好将这第五军说成是进入福建，征讨东越。但秦无

征东越之事，当然是鄂卢梭自己信口开河了。

自从鄂卢梭臆想《淮南子》“分五军”戍守而为分五军进发征南越后，风从者不少。如张荣芳、黄淼

章《南越国史》引用过《淮南子》那段话之后：

上述五军，实际上就是从五个方向向岭南进发或驻守：“塞镡城之岭”的秦军驻守于今广

西的镡城之岭（即今广西北部的越城岭）；“守九嶷之塞”（即今湖南宁远县南）；“守南野之界”

的秦军则扼守南野（即今江西南康县南部）；“结余干之水”的秦军则驻守于余干（今江西余干、

乐平县之地）；“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则从湖南出发，通过九嶷要塞，过岭顺北江而下达珠江三

角洲，并占领了番禺，以这支秦军最为神速［１］２６。

此说完全承继鄂卢梭而来，甚至语气亦都相似，只在地望的标识上略为清楚了一些。徐俊鸣也持相

同的见解：

秦始皇３３年（前２１４年）平南越，曾分军五路，其中“守南野之界”的一军，就是经江西南
野（今江西南康县境），越过大庾岭，再沿浈水而下。①

胡守为《岭南古史》虽然认为鄂卢梭的看法可商榷，但亦视为聊备一说：

秦军进攻岭南共分五路，据法国学者鄂卢梭分析：一路从靖州入广西桂林；一路从湖南宁

远，越萌渚岭，入广西贺州；一路从湖南长沙经郴州，越骑田岭至连州，入广东达番禺；一路从江

西南昌，经南康，越大庾岭，入广东南雄；一路从江西余干入福建，先征服闽瓯，再转向西，经潮

安越揭阳岭，与其他军会合。其说是否准确，固可进一步讨论，但已提供了秦军入岭南较明确

的线索。［４］２７

《淮南子》用词“塞”、“守”、“处”、“结”都是戍守的意思，非指进军。鄂卢梭推衍为五路进军，如果

不是不能正确理解文辞的含义，就是包含了“过度解释”。依傍这种建立在臆想基础上的“过度解释”，

秦征南越的事实不是变得“较明确”，而是变得更离奇。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讲到秦征南越作战

方略时，也顺势推衍为五路进军之说：

秦始皇对此散布于广大地域之百越蛮族，其作战方略系取分途进军，略定各地。其有抵抗

者，则联络各路军合击之。依淮南子人间训篇所载，秦军向岭南及闽中进军系分五路，概略如

下：第一路，由鄱阳湖东侧经余干进入闽中，略定闽地。第二路，由鄱阳湖西侧经豫章南康进入

粤北，与第三路连系略定番禺地。第三路，由长沙宜章进入粤北，与第二路第四路连系略定番

禺地。第四路，集结于零陵蓝山，以策应第三路与第五路之作战。第五路，由黔中镡城（今湖

南黔阳县）之道进入桂林，略定桂林地。②

这段讲述的佳处是颇有军事家的风格，但所谓“分途进军”，即使不是得自鄂卢梭，也是附会《淮南

子》的说法。直到鄂卢梭无师自通而创为分五路进军之说以前，历史文献从无这样的说法。前人只说

“戍”，而无说“进军”者。有之，是从鄂卢梭开始。我们知道，戍五岭是淮南的说法，前人也有接受淮南

７２１

①

②

徐俊鸣《韶关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载《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１３９页。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９９０年版。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第５９４页。此著集体编著，为非卖品，初版于１９６３年（署民国五十二年，由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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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的。但从无人将“戍五岭”解成“发五军”。东晋徐广就接受淮南戍五岭的看法，他的用词是“守五

岭”，被刘宋裴
&

引在《史记集解》里面。司马光是这样处理正史和淮南关系的：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

五岭，与越杂处。①

司马光未有讲“发五军”，而是讲“戍五岭”，而此事是既已占地、分郡之后发生的。既然已占地分

郡，“发军”则无从谈起。由吴士连修撰于十五世纪末的越南历史文献《大越史记全书》讲到这一段时，

也如司马光的理解一致：

秦发诸道逋亡人、贽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发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

取陆梁地，置桂林（今广西明贵县是也）、南海（即今广东）、象郡（即安南），以任嚣为南海尉，

赵佗为龙川令（龙川，南海属县），领谪徙兵五十万人戍五岭。②

越南的第一部国史，编撰于１３世纪的《大越史记》也是这样说的，也许它们都是从司马光那里承继
而来。很明显，司马光的叙述一方面取诸正史，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淮南的说法。他只是取诸两端，但从

未扩展文意。孰料到了鄂卢梭手里，突然扩展文意，衍绎为五路大军进发之说。而自鄂卢梭之后，治岭

南史地、百越民族史者，竟然不加辨别，继为成说。本人深觉怪异，在此特为拈出，以就教于明事理者。

虚构故事的讲述有越来越复杂曲折的倾向，岂料在历史领域也是如此，不过这是不足取法的。

四

《淮南子·人间训》那段话，讲完“分五军”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

饷，又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如果把淮南子的话理解成秦征南越的过程，自然就陷入替它填补漏洞

的境地。因为“处番禺之都”意味着征伐大事底定，既然大事底定，又如何“三年不解甲弛弩”呢？于是

只好把这个战况激烈的地方移到别处，并衍生出战争分两个阶段的说法。鄂卢梭将战地“移”到西瓯族

人居住的地区，而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战地“移”到粤北。两相并列排比出来，颇有意思。《秦

代初平南越考》：

秦军开始胜利以后，好像停顿了三年。我想此三年是２２１至２１９年，屠睢等必以为粮道不
通，进取不易，所以三年不解甲弛弩，开凿兴安渠。渠开以后，攻击西瓯的战争于是开始。起初

打了一次胜仗，将西瓯君译吁宋杀了，嗣后秦军孤处其地［３］４６。

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二路军由尉任嚣率领。由豫章南康之道南进，与由尉屠睢所率领之第三路军由长沙宜

章之道南进，连系进入粤北之地。尉屠睢初期进攻，甚为顺利。杀其酋长，直向南进。但番禺

越族较为顽强，其酋长虽死，越族人退入山岭丛薄中，并推举凶悍酋长继续抵抗。时尉屠睢军

约进至今乐昌曲江之地，越族夜袭屠睢军，屠睢战死，军即散乱。时适尉任嚣所率之第二路军

由大庾岭过岭南，绕出越族之后，遂击破越族。③

所述都是本着《淮南子·人间训》里面的话，但不断加油添醋以求圆转，越来越离奇。

由于《史记》只说到秦始皇３３年即前２１４年发诸类人遣戍和设三郡，并未提到开凿灵渠事，而《淮
南子·人间训》有戍守五地并三年不解甲之说，后世学者将这两者并接调和起来，推测秦征南越的过

程，产生了两阶段说。具体考订进军和凿渠之年或有分歧，要之都是将淮南所说放在前，而太史公所说

放在后。鄂卢梭首先表达出这个意思，否则他不会说秦军胜利后，“好像停顿了三年”。张荣芳、黄淼章

《南越国史》将此点表达得更清楚：“秦军统帅屠睢的被杀及数十万秦军的伤亡，使秦军受到了严重打

击，兼之，后勤的粮草军备接不上，所以岭南的秦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粮草缺乏的困境。于是暂停对西瓯

８２１

①

②

③

见《资治通鉴》卷七。

《大越史记全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ｉｎ．ｃｏｍ／ｐ－５２０３５４２１．ｈｔｍｌ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第５９５页。此著集体编著，为非卖品，初版于１９６３年（署民国五十二年，由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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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攻势，改由赵佗等率领秦军采取守势。于是秦征服岭南的战争进入了秦越对峙阶段，这个阶段前后

持续了三年时间。……为了改变岭南秦军的困境，完成对岭南的征服，秦始皇下令凿灵渠。”［１］２７－２８这就

是说，不论由何年开始，总之是先挥师越岭，遭遇越人顽强抵抗，才有凿渠输粮之事。渠通了，征南越事

才底定，然后设三郡。莫杰《灵渠》也持此两阶段说，“向岭南进攻的秦军，却遭遇到越族首领们的顽强

抵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战争打得很艰苦。负责转运粮饷的监禄‘无以转饷’，乃‘以卒凿渠而通

粮道’。可见史禄是在秦军‘南攻百越’的第三个年头，即经历了‘三年不解甲弛弩’才动员兵士开凿灵

渠的。”［５］４７

上述所引的见解如果符合事实，则秦征南越的战略就是一团糟糕，战将无能，战略错误。挥师进军

之前居然没有想到粮草运输问题，居然不熟悉岭南水文地理状况，对越人风土习俗也未能充分了解。秦

人只是一味贪得无厌，穷兵黩武。应该说，《淮南子·人间训》所描绘的此种秦人形象是符合编撰者在

当日社会氛围下对秦人的猜测和理解的，但是否符合事实，则颇值得怀疑。后世的治史者对淮南子的这

段话情有独钟，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对于正史的扼要和简略，其偏重军国大事而缺乏细节，而淮南子的

叙述富有细节，地点详明，尤其是讲到凿渠通粮道的原因，呈现出征越过程的丰富曲折。这些都是对千

载以下而又嫌文献不足的治史者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此众史家将淮南子的讲述摆在首要位置而

正史的说法只是个补充，甚至与正史说法相抵牾之处也置之不顾，舍正史而取淮南。由此而衍生出五路

大军攻打南越、南征分两个阶段等等说法。鄙见以为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正史与其他文献资料关系的

问题。究明秦征南越的过程，并非多细节的淮南就比简略的正史更为可取而应放在首位。正史与淮南

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正史严谨而淮南夸夸其谈。况且已有事实证明淮南所言只是虚语，如“结余干

之水”将闽越事与征南越混为一谈，后人应该更加谨慎看待淮南的说法。吕思勉就据正史驳正淮南：

“（《史记》———引者注）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适筑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

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

之辞，盖亦其类。徐广不察（指《集解》引徐广用淮南说，谓五十万人守五岭。———引者注），率尔援据；

且缪以淮南所言发卒之数为《史记》所云谪戍之数，亦疏矣。”［６］６７７当然并非正史就一定正确，但就秦征

南越而言，正史所说，确要优于淮南所述。后来人面对文献，原则就是择善而从。淮南相比正史，只能处

在补充的位置而不能凌驾其上。后世史家述秦征南越，越讲越离谱，偏信淮南而置正史说法于不顾是一

个重要原因。

按诸正史记载、工程遗址（灵渠、严关、秦城）和考古发掘（罗泊湾汉墓、南越王墓），秦人征南越，布

局严密，准备充分，更兼军力非百越人可比。其征南越，志在必得，而且一举底定。从军事征服开疆拓土

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完美的出征。由于记载稀少，加上西汉反思秦暴的氛围，淮南一类方家不实之言腾

嚣其上，鱼目混珠。千载以下，诸说混淆，秦人当日的艰辛和远见高明，反倒模糊不清。此处特为辨证以

就教于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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